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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 

—浙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的案例研究 

郭鹰 1，何世伟 2，吴晓玲 2 

(1．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07; 

2．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06) 

【摘 要】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具有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以浙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为例，通过

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平台 2006—2011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是，从长期效应来看，平台的

规模对平台使用功效的发挥具有正向的影响;从动态效应来看，虽然平台规模的扰动对平台功效的冲击短期有所波

动，但总体以正向的冲击为主，且正向累积效应显著;平台的规模与使用功效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前者

是后者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平台结构对使用功效的影响均为正向的，但弹性系数存

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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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指向社会提供科技基础条件保障的平台，如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和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共用

平台等，它们的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主要任务是整合、重组和优化现有大型科学仪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和实验动物等科

技资源，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利用国际国内科技资源，成为具有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
［1］

，从而有效改善科技创新环境，增强持续发展能力，为科技长远发展与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04—2010年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和《“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提出了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

主线，全面推进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任务，大项目的承接、大成果的实现、创新的突破均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条件。平

台能汇聚诸多创新要素的科技资源，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从而使平台拥有的设备设施达到一定规模，使集中、优化配置科研资

源成为可能
［2］

。 

张利华等对科技平台的定义是，政府为提升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整合区域内外科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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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构筑的面向区域内各创新主体的基础支撑体系，为其提供研发、中试、检测等与创新相关的公共服务
［3］

。严隽琪阐述了平台

建设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未来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地方科技的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4］

。

王军从国家财政角度说明了平台建设对健全公共财政职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的重要作用
［5］

。吴永忠基于当代科技

发展与创新的演化趋势，分析论证了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6］

。葛丽敏从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功能性质(自身研发与技术服务)和服

务需求(共性需求与个性需求)两个维度，对创新服务平台的功能进行分类
［7］

。 

近年来，各地纷纷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将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与产业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目前对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用、组织、功能和机制等方面，而对在实践中影响着

平台发展的关键问题———平台资源规模与结构的研究尚未涉及。鉴于此，本文以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

共用平台(以下简称“大仪平台”)为例，就平台的资源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作一具体分析。之所以选择浙江为个案研究的样本，

其原因在于:(1)浙江大仪平台于 2006年初对外开通服务，在全国起步较早
［8］

，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数据;(2)浙江大仪平台是科技

部牵头的“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长三角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的成员，服务面已从浙江省走向

长三角和全国，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规模效应 

(一)大仪平台的发展情况 

大仪平台是根据浙江省科技发展的需要，以提高全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利用率为目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共建

共享机制，整合浙江省内大学、科研院所、分析测试机构和企业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单价在人民币 20 万及以上的入网仪

器设备为主)，提供分析测试服务，已初步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的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协作共用服务系

统。截至 2011年底，大仪平台入网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达到 1424台(套)，自成立以来已累计为社会提供了 30万余次检测任务，

分析样品总数累计达到 259万个，检测机时总数累计达到 322万小时，收费总额达到 7．3亿元，入网设备数量和服务数量均呈

现快速上升趋势(见图 1)。 

 

 (二)变量与数据 

大仪平台入网仪器的数量 X 代表着平台的规模水平，平台仪器的服务数量 Y 代表着平台的使用功效水平。为了研究平台的

规模效应，需要分析 X 与 Y 之间的关系。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和共线性现象，对上述变量做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

的数据分别记作 lnX 和 lnY。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 Eviews6．0。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大仪平台 2006 年至 2011 年的月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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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中，入网仪器数量 X 是月度末的时点数，服务数量 Y 是月度内发生数。所有数据来源于大仪平台的后台统计，由于个别

年度变量的数值可能为零，为减少偏度，参照潘文卿、张伟的处理方法，均加 1 再取自然对数
［9］

。表 1 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 

 

(三)平台规模对使用功效的长期效应分析经 

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检验平稳性，lnY和 lnX均为水平平稳，所以通过直接回归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克服残差的自相

关性，采用一阶自相关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呈现正向关系，X 对 Y 的弹性系数是 1．46，即

从长期来看，大仪平台入网仪器数量提高 1%，服务数量就提高 1．46%。模型总体拟合度达到 87%，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DW

值接近 2，说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 

 

(四)平台规模效应的动态影响分析 

因为 lnY 和 lnX 均为水平平稳，所以可以建立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来研究平台规模对平台使用功效的动态影响。根据 AIC

准则和 SC准则发现，在滞后期为 4时，AIC值和 SC值均最小，由此选择 VAR模型滞后阶数为 4。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在 VAR模

型的基础上，确定上网仪器数量对服务数量冲击的时间轨迹，响应时间长度设定为 20，动态轨迹如图 2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当上网仪器数量发生单位冲击后，第 1 个月服务数量出现负向反应，在第 2 个月达到低峰后迅速回升，

于第 5 个月起产生正的反应，在第 8 个月达到高峰后开始缓慢下降，但一直保持为正，达到高峰时 1 个单位的上网仪器数量冲

击会引起服务数量上升 0．04个单位。同时还可以看到，上网仪器数量对服务数量冲击的累积效应也比较强，前 20个月累积效

应为 0．4。分析表明，平台的规模效应持续时间比较长，且正向累积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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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分析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动态关系，但是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还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检验

结果见表 3。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上网仪器数量是平台服务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平台

服务数量不是上网仪器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结构效应 

(一)模型及数据 

目前，大仪平台按成员单位的隶属关系，按结构分为 8 类，分别是教育、科技、卫生、商检、技监、工业、农业和其他。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 2006—2011 年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大仪平台的后台统计。6 年间大仪平台服务数量按单位的隶属关

系归类汇总，平均比例关系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对外服务数量平均占比最高的是商检(66%)，其次分别是科技(13%)、教育

(8%)、农业(4%)、其他(3%)、卫生(3%)、工业(2%)和技监(1%)。 

为进一步研究平台结构对平台服务数量的影响，本文建立式(1)的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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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代表年度内发生的服务数量;X代表年度入网设备数量，取中位数，即 6月 30日时点的入网设备数量;i为 1～8，

分别代表上述按隶属关系区分的 8 类结构;t 表示不同的年度，本文中表示 2006—2011 年;uit为随机扰动项;αi是截距项;βi是

入网设备数量的弹性系数。为消除序列异方差，对模型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估计方法说明 

1．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对各变量分别通过 LLC，IPS(W)，ADF－Fisher 和 PP－Fish-er4 种检验方法，对其水平值进行检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

都是水平平稳的，以 1%置信度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2．确定模型类型 

根据截距项和系数项的不同，模型分为 3 种类型:混合模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不

变系数模型)和无约束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本文使用的方法是 F检验。通过检验，确定属于无约束模型。 

3．确定影响形式 

影响形式可分为固定影响与随机影响，本文采用 Hausman 检验方法进行判断，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影响形式为固定影响，所

以采用固定影响进行估计。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4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6 

5．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于不同类型之间的效应差异较大，可能存在横截面异方差，为了减少由此造成的影响，采用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方程 

 

其中，α
*
i是各隶属类型服务数量自发增长对平均自发增长的偏离值;βi为入网仪器数量的弹性系数，即入网仪器数量提高

1 个百分点，服务数量将上升βi个百分点。本研究主要关心βi估计结果(见表 5)。 

 

模型总体拟合度达到 94．3%，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很高。DW 值接近 2，说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各类型的入网仪器数量对服务数量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即影响都是正向的，但弹性系数差异很大。弹性系数最大的类型

是农业(3．70)，即这个隶属类型的入网仪器数量每上升 1个百分点，服务数量将上升 3．70个百分点，这说明农业隶属类型入

网仪器数量对服务数量的拉动效应非常强;随后的隶属类型分别是其他(2．07)、教育(1．94)、卫生(1．69)、商检(1．61)、科

技(1．12)、工业(0．75)和技监(0．16)。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隶属类型仪器的应用性存在差异，农业入网仪器的应

用性较广，而技监等入网仪器的应用性较窄;也有可能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差异，农业入网仪器在开放共享方面的障碍较低，

而技监等入网仪器在开放共享方面可能存在的障碍较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依据浙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 2006—2011年的入网仪器数量及对外服务数量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

回归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效应来看，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规模对平台使用功效的发挥具有正向的作用，即平台集聚的资源数量越多，

平台所发挥的作用越大。 

(2)从动态效应来看，虽然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规模的变动对平台使用功效的冲击短期有所波动，但总体以正向的冲击为

主，且正向累积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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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规模与使用效应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而后者不是前者的格兰杰

原因。 

(4)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结构对功效的影响均为正向的，但弹性系数存在较大差异，造成的原因可能既有仪器本身的因

素，也有体制、机制上的因素。 

(二)建议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发挥好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作用，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资源规模。平台拥有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数量是平台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既是生

存和成长的基础，也是竞争力的依托。发展平台的规模需要有效提升平台的资源吸附能力。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平

衡性，所有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不可能在一个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都具备齐全，因此就需要平台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如区位优势、

制度优势和环境优势等来吸引更多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要素。平台通过更多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流入，形成资源投入和市场服

务的双向需求，从而使平台产生相对于周边的势能差。有了势能差，就能实现对平台内外各种科技基础条件要素的吸引，从而

为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 

(2)科学优化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资源结构。资源的结构反映了平台拥有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质量，优化结构需要通

过有效提升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来实现。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整合能力是指平台内各种资源要素的整治、弥补、聚合、组合的过

程，从而达到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便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发展不在于先天科技基础条件资源

的多寡，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平台优势，整合平台内外各种类型的资源。同时，由于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因此资源

整合能力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在动态中保持一个最优的结构，从而保证平台发挥最优的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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